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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

省常熟市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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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业空间是新市民宜居宜业的重要载体，其分异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市民的社会融入程度。文章以

常熟市为例，用区位商测度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观察两类人群主导就业区的分布特征，并用地理探

测器分析了产业、地理区位和建成环境因素对区位商的解释力。结果表明：新市民就业空间相较于户籍人口集聚程

度低，尽管二者均呈现典型的单中心特征，但新市民就业空间在南北向有明显延伸现象；新市民与户籍人口主导就

业区呈现圈层嵌套分布特征，新市民就业主导区呈环状围绕城市中心分布，户籍人口就业主导区则分布在城市中心

和远郊镇区；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最大，产业和建成环境的影响也表现显著，且不同因子交互

可显著增强各类因子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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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的城镇化则是其关注重点。“新市民”是我国工

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的产物，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群体
[1]
。根据国家住建部的定义，新市民是“长

期在某一城市居住、就业，但并未取得该城市户籍的务工人员以及新就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等常住人口”
[2]
，典型代表为进城务工

人员、外来就业学生等。一般认为，新市民具有居留意愿高于“流动人口”而融入程度低于“市民人口”的特点，缺少本地户籍

使其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往往无法与本地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
[3]
。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全国已有约 3 亿新市

民
[4]
。因此，如何吸引和留住新市民，促使其更好融入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就业空间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不同群体的就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隔离的重要表征
[5]
。早期关于就业空间的研

究分析了产业用地布局、不同类型企业选址等就业载体的分布特征
[6]
。随着城市研究愈发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大量学者开始尝

试从就业者视角分析城市的就业空间格局[7,8]。国外已有较多研究对比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在就业空间集聚特征上的差异，并

认为不同职业、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别群体的就业空间普遍存在排他性
[9,10,11]

，且分异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12]

。例如，Ellis 等对比研

究了洛杉矶移民群体的就业空间分异情况，发现墨西哥移民的集中就业区较为分散，而中国、韩国移民分别集中就业于唐人街、

韩国城等地
[13]

;Olfert 研究认为，郊区女性就业率更低，就业空间的性别分异指数更高
[14]
。国外研究为国内研究的推进提供了理

论依据与实践思路，但由于国内外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与国外存在区别。相较

而言，国内更需要关注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农民工、新市民等群体。国内对相关人群进行了较多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特

定群体的就业空间分布特征上，对不同群体空间分异的对比分析较少。例如，盛明洁研究发现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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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圈层+扇形”的结构特征
[15]

；王慧等发现外来工就业空间呈现出“核心放射+半环状”的分布格局，且外来工就业区与城市

总体就业区存在融合与隔离并存的特征
[16]

。特别地，刘炜等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了不同性别和户籍人群的就业空间分异，这是中

国语境下对就业空间分异问题的有效探索
[17]

。对新市民而言，就业空间承载了工作、消费、社会交往等多种活动，也可能对其居

住区位选择产生潜在影响
[18]

。此外，新市民就业可能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和配套服务设施的空间集聚，从而间接影响并塑造城市空

间结构
[19]

。然而，现有文献对这一群体就业空间分异特征的分析较少，特别是对该群体与本地户籍人口的空间分异现象仍缺乏足

够关注。 

关于就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个体层面，就业空间选择主要受到个体属性

（如性别、知识水平、工作技能类型等）
[20,21]

、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22,23]和空间需求（如通勤时间）
[24,25]

等因素的影响。城市

层面，大量研究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女性等特定群体就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例如，女性就业者受城市中心体系、生活性服

务业布局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较大，而男性就业者受第二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社会网络资本的影响显著
[26,27]

；农民工就业

空间受土地利用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28]

；移民的就业空间受政策的影响
[29]

等。也有研究从空间分异出发，探究收入水平、职

业类型、产业发展、公共交通建设水平等指标对不同人群就业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区位商等指标的影响
[17,30,31]

。但整体而言，

这类研究大多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出发，对空间维度影响因素的关注不多。同时，对新市民而言，探讨城市内部其与户籍人口

就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难以为城市政府理解和响应新市民对城市空间的需求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新市民就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重点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但现有文献对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的关注明显不足，也

缺乏对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尝试解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市民与户籍人口

就业空间存在怎样的集聚和分异特征？第二，新市民与户籍人口就业空间分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拓展城市就

业空间分异的研究视角、丰富城市就业空间的研究内容，为城市制定新市民相关政策、促进社会融合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计算、分析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密度及二者的分布特征，初步判断两类群

体就业分布差异；其次，通过区位商计算，量化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空间分异情况，识别两类群体就业的主导片区；最后，通过

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产业因子、区位因子和建成环境因子对新市民和户籍人口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并结合城市规划政策与常

熟发展历史解读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1.2 研究区域与数据 

常熟市位于长江下游、江苏省东南部，东邻上海，南接昆山、苏州（图 1），是江苏省辖、苏州市代管县级市。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后获批的全国首批、全省首个县级市，常熟市在 2021年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排行榜中，排名第 5 位
[32]
。2021 年，常熟市三

次产业结构比值为 1.49∶50.21∶48.30，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主。常熟市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目前的三大支柱产业

分别为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装
[33]

，其他产业发展则相对不足。发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城市

吸引力，带来了大量的新市民
[34]

，截至 2021 年末，常熟新市民人数占比超过 50%
[35]
。因此，新市民群体是常熟市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依托以及政府吸引和服务的重点对象。自 2014 年 4 月起，常熟市实施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并设立新市民事务中心以保

障新市民的教育、就医、就业等多方面需求，现已取得一定成效。本文以常熟市为研究区域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研究结论对其

他城市进一步理解新市民就业规律、制定针对性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研究数据来源于常熟市公安局和新市民中心提供的人口登记数据，统计对象为 2015年 1月至 2021年 7月陆续到常熟居住、

工作的新市民，具体字段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址和就业地址等。本研究将居住地在常熟且居住时长大于半年、在常熟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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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作为新市民的筛选条件，并将拥有常熟市户籍且在常熟有稳定工作地点作为户籍人口的筛选条件，最终识别出有效新

市民 319655 人、户籍人口 663645 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常熟市 2021 年末户籍人口 106.10 万人
[36]

，研究识别出有效

户籍人口约占其 62.55%，基本可以有效反映常熟市就业者整体情况。依据 2017 年常熟市政府“网络化”社会治理联动机制所确

定的城市空间治理单元，即 14个一级便民网格单元、359 个二级网格和 1563 个三级网格，本研究将二级便民网格单元作为基本

分析单元，聚合新市民和户籍人口的就业地址坐标信息。 

影响因子数据包括企业数据、POI 数据、道路网数据、公交站点数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等类型。企业数据来源于 2021

年 7 月的天眼查数据（https://www.tianyancha.com/）。以天眼查经营状态与产业分类标签为基础信息，在过滤失效、注销、吊

销、迁出等未运营的企业后，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和《生活性服务业

统计分类（2019）》标准，将企业划分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根据企业地址统计二级便民

网格内不同行业企业的数量。POI 数据、公交站点数据的获取来自高德地图 API 接口，基于坐标计算单位格网内的设施密度。道

路网数据来自 OSM 开源地图（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基于 Arc⁃map 统计单位格网内的路网长度并计算路网密度。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由政府提供，基于单位格网计算土地信息熵，反映土地利用混合度。 

1.3 研究方法 

1.3.1 空间分异特征 

①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用于表征并比较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集聚特征，以此分析二者的就业空间分异

现象。空间自相关方法能够度量变量的空间依赖性，即变量在某位置的观测值与其周边位置的观测值之间的关联程度，是分析空

间集聚特征最常用方法之一
[37,38]

。本研究计算了两类人群在不同空间单元的就业密度，即单位面积的就业人口数量，并在此基础

上选取莫兰指数（Moran's I）作为空间自相关的度量指标。具体而言，全局莫兰指数表征了两类人群在常熟市整体的集聚程度。

其取值在-1～1 之间，大于 0表示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小于 0 表示存在负相关性，绝对值越大空间聚集程度越高。局部莫兰指

数用于分析空间集聚现象出现的具体位置。依据某空间单元值与其周边空间单元均值的相对大小判断集聚中心的空间位置，可

将县域内各网格单元划分为高—高、高—低、低—高和低—低 4 种集聚类型。 

 

图 1 研究区域 

Fig.1 Research area 

②区位商。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适用于分析不同空间单元就业主导人群的分布特征，本文以此解读两类人群的

就业空间分异。区位商最早由英国地理学家 Peter Haggett 提出，通过计算区域中某产业部门占所有产业部门的比例，与更大

区域内这一比例的比值，来反映区域的产业专门化程度
[39]

。后续大量研究将这一指标拓展到居住分异
[40]

、土地利用结构
[41]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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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公平性
[42]
等研究方向。在就业空间分析中，亦已有研究尝试用区位商分析城市就业中心和不同属性人群就业空间分异

问题
[5,17]

。本文用区位商衡量不同空间单元就业主导人群的类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Qi 为单元 i 的区位商；xi 为单元 i 内新市民群体的数量；X 为常熟市内新市民总数；ti 为单元 i 内总就业人数；T

为常熟市总就业人数。当 LQi>1 时，意味着单元 i 中新市民的比重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具有较高的空间集中性，属于新市民就业

主导区；反之，当 LQi<1 时，意味着单元 i 中户籍人口的集中性较高，属于户籍人口就业主导区。 

1.3.2 空间分异影响因素 

本文以区位商为因变量，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空间因素对常熟市新市民和户籍人口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

机制。地理探测器基于“相关变量应具有相似空间分布特征”的理论假设，采用方差分析思路探究自变量空间分异能多大程度地

解释因变量的空间分异，即自变量和因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可以避免双向因果问题的干扰
[43]

。城市就业空间分异是在城市发

展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等多种因素复杂协同的作用下动态形成的，且就业空间的变化会反向影响社会和空间的发展
[18]

。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区位商与产业、空间因子分异的一致性有助于理解常熟市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此外，地理探测器可

以分析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探究多因子协同对就业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 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N 为研究区域内单元总数；σ2 为样本总体方差；L 为自变量分层；Nh 和σh2分别

表示第 h 层的样本量和样本方差。q 的取值范围在[0,1]，其取值越大表示该影响因素对新市民就业区位商的解释力越大。 

2 新市民与户籍人口就业空间分异特征 

2.1 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差异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新市民和户籍人口的就业密度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但新市民空间集聚程度远低于户

籍人口，二者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为 0.124 和 0.280。这表明，常熟市新市民的就业分布在空间上更加随机，而户籍人口的就业更

倾向于集中在特定区域。局部莫兰指数进一步表明，新市民和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布均呈现明显的单中心集聚特征，但二者在

集聚范围和空间形态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图 2）。从集聚范围看，新市民就业密度高—高集聚区范围明显大于户籍人口，尤其在

中心城区的南部新城片区有大量分布。空间形态上，新市民高—高集聚区呈现“南北长、东西窄”的条形格局，且位置偏向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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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的西侧；户籍人口则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周围。 

具体来说，新市民就业密度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虞山尚湖生态区东侧，集中于主城区内的虞山街道东部和莫城街道北

部。其中莫城街道北部是常熟市服装城所在地，是带动常熟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片区，在全国纺织业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这

一区域的高值集聚可能是受到了产业带动的强烈影响，侧面证明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对吸引新市民到常熟就业具有重要作用。

南部新城和滨江新城内部分单元新市民就业密度也较高，但空间自相关表现不显著。低—低集聚区则环绕分布在城市外围地区，

主要位于各个镇区交界处。这些区域大多位于各街镇边缘，就业岗位较少且城市建设相对落后，对新市民就业吸引力较差。户籍

人口就业密度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常熟主城中心，这可能受到老城中心就业机会较多且生活配套相对成熟的影响。低—低

集聚区分布特征整体上与新市民相似，但在滨江新城东北部存在大量低—低集聚区分布，这反映出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户籍

人口的吸引力不足。 

 

图 2 常熟市新市民和户籍人口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Fig.2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mployment of new citizens and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Changshu 

2.2 就业空间主导人群特征 

在观察新市民与户籍人口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各空间单元的区位商，以此识别常熟市不同空间的

就业主导人群（图 3）。结果显示，常熟市有 134 个空间单元区位商大于 1，即属于新市民主导区，约占全部空间单元的 1/3，其

余则属于户籍人口主导区。此外，根据区位商数值大小，将主导区细分为强主导区和弱主导区两类。 

空间分布上，新市民主导的就业区主要呈环状围绕于主城区的外侧，覆盖了北部和南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强主导

区主要分布在南部新城；弱主导区则向东北方向有所延伸。这些区域内有较多的工业产业园和批发零售园区，为新市民提供了合

适的生活和就业环境，使得新市民就业集中度较高。此外，新市民在滨江新城形成了“跳跃式”的集中主导区。这可能与常熟市

“一市双城”的发展格局有关，即滨江新城是近年常熟市重点发展的新区，空间功能配置较为完善，就业机会多，对新市民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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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较大。户籍人口主导就业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主城区及外围镇区。其中，强主导区连片分布在各个镇域内，弱主导区则主要分

布在主城核心区和城市边缘区。主城区是常熟市发展历史较长、较为成熟的区域，户籍人口占据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新市民可能

难以打破这种历史惯性。对于城市外围地区而言，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难以吸引新市民前去就业。 

 

图 3 常熟市新市民就业区位商 

Fig.3 Employment location quotient of new citizens in Changshu 

3 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子选取 

在观察分异特征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查常熟新市民和户籍人口就业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本

研究以区位商为因变量，分析产业、区位和建成环境三方面自变量对区位商的影响（表 1）。为满足地理探测器的分析要求，将

所有连续变量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进行离散化处理，由小到大得到 1～5 级分类变量。具体而言：①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集聚对

就业者具有不同的吸引力，会促进就业人群的分异与融合
[17]
。选取单元内不同产业的企业密度衡量产业发展水平。②研究单元所

处的地理区位，一般会影响研究单元的地价、规划定位与政策导向，从而影响就业者的空间选择
[28,44]

。本研究选取不同单元所处

街镇的类型和距市中心的距离衡量单元的区位条件。③建成环境指与居民生活、工作相关的人造空间，可能引导不同群体产生不

同的就业意愿
[8,45,46]

。本研究选取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土地利用混合度和路网密度 4 个因素衡量建成环境因子。具体来讲，选

用服务设施 POI 数据测度单元的公共服务能力；选用交通设施服务 POI 数据测度单元的公交可达性；选用土地利用混合度测度

土地开发模式及地块功能复合度；选用路网密度测度单元的交通可达性。 

3.2 影响因子及交互作用探测 

3.2.1 影响因子探测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模块分析了自变量对就业区位商的影响（表 2）。产业因子、区位因子和建成环境因子对

区位商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多数二级变量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整体而言，区位因子对新市民就业区位商的解释力最大，

产业因子和建成环境因子相对较小。这表明相较于产业因子、建成环境因子，地理区位更能显著影响常熟市新市民、户籍人口就

业分布情况，但产业因子、建成环境因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口就业分异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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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因子中，第二产业对区位商没有显著影响，而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则表现显著。具体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

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强度相似，q值分别为 0.0852和 0.0917，即解释了约 9%的就业空间分异。这表明常熟市新市民与户籍人口主

要在第三产业就业中表现出显著差异。常熟市纺织服装等工业基础雄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发达，在

空间上集聚并形成了较大的产业集群，这种集聚效应可能容易吸引来自其他城市的居民就业。较为典型的案例是位于莫城街道

的常熟服装城地区。作为常熟市发展较早、规模较大的服装产业基地，常熟服装城地区吸引了大量新市民涌入此地就业。常熟市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仍处于上升阶段，现阶段以居民和家庭服务类为主，职业“准入门槛”普遍较低，可能有利于吸引新市民就业，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就业空间分异。 

在区位因子中，行政区划和距市中心的距离均表现出显著影响力，且 q 值在所有影响因子中居于前列，分别为 0.1256 和

0.1390。这意味着区位条件对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有很强的解释力，新市民和户籍人口在不同区位的集聚性存在差异。具体而

言，统计不同行政区划类型所对应的空间单元的区位商平均值发现，主城区和港区的空间单元的区位商显著高于镇区的空间单

元，即主城区和港区对新市民吸引力相较于镇区明显更高。这可能源于区域就业吸引力和扶持政策的差异。常熟市中心城区长期

以来受到倾斜的资金、政策支持，对新市民就业更为友好。例如位于东南街道的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平台聚才、项

目引才、载体育才、机制留才”的人才吸引政策，开放户籍限制，接纳了大量新市民参与就业。又如滨江新城作为常熟市城市副

中心和乡镇企业的重要集聚地，为高层次人才就业提供了租房、入学、就医等多种支持政策，对新市民的吸引力较强。相较而言，

镇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缺少配套政策的支持，对新市民的吸引力有限。距市中心距离方面，区位商随着距市中心距离不断增

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非单调变化，在由内到外第二圈层的平均值最高。这与前文空间分异特征直接观察出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 1 区位商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1 The index system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ocation quotient 

 

表 2 地理探测器影响因子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tector 

 

在建成环境因子中，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和路网密度对区位商表现出显著影响，而土地利用混合度表现为不显著。具体地，

路网密度和交通设施的 q 值分别为 0.1112 和 0.0530，即解释了约 11.12%和 5.30%的就业空间分异。一般而言，路网密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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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较为密集的区域通常位于城市中心地区或重点开发新区，有着较好的交通可达性。通过分层统计发现，交通路网密度越

大，区位商越接近 1，即单元内的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分异现象越小，空间中的就业人群趋向于多元化。此外，生活设施也是解

释就业空间分异的重要因子，其 q 值约为 0.1032，与路网密度的解释力基本相同。区域内生活服务设施越密集往往代表空间活

力越高，经济社会发展越成熟。这可能潜在影响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选择，从而进一步作用于新市民和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

异。 

3.2.2 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探测 

进一步通过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模块分析影响因素两两交互对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表 3）。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因子交互

后的解释力均强于单因子，增强效应包括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由此可见，常熟市新市民就业分异受到产业、区位和建成环

境多维度因素的协同影响。一方面，不同类因子之间的交互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就业空间分异，产业因子、区位因子和建成环境因

子之间的交互显著提升了 q 值。特别是产业因子和建成环境因子之间的交互几乎均产生了非线性增强效应，如路网密度与生产

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之间交互的 q 值达到 0.2569 和 0.2332，解释了 20.00%以上的就业空间分异。这可能由于不同产业集

聚区域的建成环境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综合考虑两类因子可以更准确地分析就业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另一方面，同类因子

内部两两交互有助于增强解释力。在产业因子中，第二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因子交互产生了非线性增强效应，其余为双因子增

强。区位因子中的行政区划和距市中心的距离交互效应为双因子增强。建成环境因子中，除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交互为双因子增

强外，其余均为非线性增强，特别是生活设施和路网密度交互的解释力达到约 28.00%。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利用混合度虽然在

因子探测中表现不显著，但在与其它因子交互时均对解释力有非线性增强效果。 

4 总结与讨论 

随着城市间人口迁移愈发频繁，新市民群体能否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是新型城镇化重点关注的问题，而就业空间分异是反映

其社会融入的重要维度。本文分析了常熟市新市民和户籍人口两类人群就业空间集聚特征的差异和不同空间单元的就业主导群

体，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解析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本研究补充了以往就业空间分异研究中较少涉及的新市民就业群

体的视角，特别是尝试探索了产业、地理区位和建成环境因子及其交互项对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区位商的解释力。研究结果有助

于理解城市就业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并可以为同类型的县域单元优化城市新市民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表 3 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Tab.3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注：表中对角线上数值表示单因子 q 值和显著性，其中，*p<0.05,**p<0.01,***p<0.001。加粗数字表示非线性增强，即两

因子交互作用 q 值大于两因子 q 值之和。其余均为双因子增强，即两因子交互作用 q 值大于两因子中较大值，但小于两因子 q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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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①常熟市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在研究期内均具有明显的单中心结构特征，但集聚程度和范围

存在差异。新市民就业空间的集聚程度相较户籍人口更弱，在空间分布上，高值集聚区重心向南部新城偏移。②常熟市新市民与

户籍人口就业主导区呈现圈层嵌套分布特征，新市民主导就业区分布于新城片区，尤其是高新区、经开区等地；而户籍人口主导

区则主要分布于主城区和外围镇区。③常熟市产业、地理区位和建成环境因子对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有显著的解

释力。在单因子检测中，研究区内距离市中心的距离、行政区划、路网密度是影响就业空间分异最主要的因素，生产性服务业和

生活性服务业的解释力次之。在交互探测中，研究区内不同类因子以及同类因子交互后解释力均有所增强，路网密度和生活设施

的交互项对就业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为突出。这表明新市民在就业空间选择时会综合考虑岗位的区位条件、可达性和发展机会

等因素。 

常熟市作为苏南地区的典型代表，产业发展现状为第二、三产业同步发展，且园区经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代

表性。本文得出的新市民的空间结构及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可推广至发展模式相似的县域单元。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外来人口在

中心城区外侧的近郊区主导就业
[17]

，且具有向远郊蔓延的特征
[28]

。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认为，在县域单元内新市民的主导就业

区并非局限于近郊区，也尚未向远郊镇区蔓延，而是与新城新区的分布高度相关，即新市民的就业空间与城市经济功能区的联系

相对紧密。此外，本研究发现除社会网络、产业集聚会对不同人群的就业空间分异产生影响外
[6,45]

，城市建成环境对就业空间分

异也存在潜在影响。上述发现表明新市民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兴群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边缘人群。对于常熟等工业发达县域

单元而言，新市民是城市产业的重要劳动力组成，由于该群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居留意愿，对就业机会、城市建成环境的要

求往往高于传统的城市边缘群体，这一特征在新城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能对配套城市基础设施及拓展建设用地产生重要

的推动作用，也可能为常熟市解决新市民的城市治理问题提供新的切入点，说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完善生活设施均是引导新市

民社会融入的空间治理举措。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尽管本文尝试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解读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但其本质上只反映了各

影响因子与区位商空间分布的相似性，没有考虑到新市民就业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未来可能需要对不同社会属性

的就业者展开样本调查，从个体行为决策角度出发分析新市民就业空间选择的过程。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了空间因素对就业空

间分异的解释效应，缺乏对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等非空间因素的关注。从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

异可能与城市长时间发展演变的特征有关。未来需综合考虑各类型因素的共同作用，以便进一步深入理解就业空间分异的驱动

机制。最后，就业选择与就业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主导因素。对于新

市民而言，其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可能随着城市社会、经济、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未来可以结合长时序数据找出这一变化的规

律，从而辅助城市更加精准地响应新市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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